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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日治時期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包括中文圖書的出版、進口及中文書

店的經營。當時中文圖書出版的種類，有詩集、文集、善書及私塾教科書等，但

是面對日本殖民政治對漢文的壓抑，出版品受到法令、語言等各方面的限制，中

文書的出版僅佔當時出版品少部分；新興知識份子開始從事文化啟蒙運動，從大

陸進口的圖書，經營中文書店，因此幾家具規模中文書店的創辦者，皆為當時文

化人士，特殊的知識背景，使得這些書店格外受到官方的監視，書店的經營更加

困難；此時的中文圖書由表達思想感情、傳播知識的工具，變為知識份子的自

覺，及其思潮趨向的象徵。

一、 前 言

歷史不是只有政治史而已，歷史是人與人，人與文化在時間軸線上互動的軌

跡；出版史即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文化事業在一段歷史中所代表的意義，就

圖書外在形態來說，印刷技術與圖書裝訂，它象徵著當時社會的文化工業；就精

神內容來看，圖書內容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記錄著知識的演進，所表徵的則

是那個時代的思想潮流。本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以中文圖書

的出版、進口及中文書店的經營為主要對象，而本文所探討的圖書出版業，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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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出版、書店、書局等，至於報紙與雜誌的出版業，則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

[1]

臺灣在清代統治時期，因移民性質，人口少，文風不盛，只有零星的出版。

連雅堂在其著的《臺灣通史》即曾說過：「臺灣僻處海上，藏書較少。」[2] 此因

早年臺灣的書籍，大都仰賴大陸內地渡海而來，可謂求之不易。[3] 所傳來的圖書

種類也是士子讀書所用經史子集的書籍，這類書大多附設於府州縣學之內。[4] 而

有關於臺灣的作品事實上皆是刊行於大陸，如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孫元衡的

《赤崁集》、黃叔敬的《臺海使槎錄》等。

所以在清道光年以前，臺灣鮮有中文印刷的記載。臺灣第一家印書館應是道

光初年臺南的「松雲軒」，是由臺灣府六品銜職員盧崇玉（名耀崑），在臺南府上

橫街統領巷頭，開設了「松雲軒刻印坊」，從事雕版印刷事業。當時一般人士的

教育程度並不高，不過從民間信仰衍生的善書流通，已經漸漸形成市場。盧崇玉

在松雲軒的業務步上軌道後，即標出他的印書宗旨是「印刷各款善書經文」。除

了刻印善書之外，逢年過節也刻印一些神像、神禡之類；有時還替官府文人刻印

詩文集，例如《六亭文集》、《海東校士錄》等等。松雲軒總計在咸、同年間刻

印 20 幾種書籍 [5]，這 20 幾種大部分是與民間信仰有關的「善書」。

臺灣開始有新式印刷機是在 1 8 8 1 年前後，由英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巴克

禮（Thomas Barclay, 1 8 4 9 - 1 9 3 5）募得第一臺新式印刷機和一箱英文鉛字。1 8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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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明，〈我國出版業的展望〉，《出版界月刊》，2：3（1 9 6 5 . 11），頁 3 中說：「『出版業』與

『出版事業』有別，前者係指發行書籍或其他出版品之出版業而言，如出版業公司、書店、書

局、印書館，出版社，唱片公司等屬之；後者係指出版發行一切出版品之事業而言，包括新

聞報社、雜誌及出版業在內」。
[2] 在連雅堂著的《臺灣通史》卷二十四〈藝文志〉中所列海東書院藏書：「方志十五種，凡二

百卷；臺灣人士著書四十種，凡二百零三卷，宦游人士著書八十種，凡一百六十卷，共計一

百三十五種五百六十三卷。」。當時藏書量並不多，整個文化出版業尚未起步。
[3] 張圍東，「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 9 9 3），頁

11。
[4] 于徵，〈清代中葉臺灣的文風〉，《星島日報》，1969.6.4，6 版。
[5] 吳興文，〈光復前臺灣出版事業概述〉，《出版界》，5 2（1 9 9 7），頁4 0，二十幾種書籍有：三

字經、玉歷鈔傳警世、六亭文集、高王真經、渡世寶筏、東廚司命灶君靈籤卦解、太陽經、

金剛經註解、明楊忠愍公年譜、三世因果經、灶神經、千金歌譜、太陰經、觀世音普門品

經、阿彌陀經、萬氏婦科、銷釋科儀寶卷、王靈官真經、大悲神咒、戒殺放生圖說、白衣神

咒、金剛感應圖說、靈寶北斗經、敬灶全書、羅漢籤解等2 6種。這2 6種大部分是與民間信仰

有關的「善書」。



年 5 月，巴克禮設了臺灣第一家新式印刷機構「聚珍堂」，俗稱「新樓書房」。聚

珍堂採用活字印刷，字體採用臺語白話字羅馬拼音。1885 年 7 月 12 日，由巴克

禮策劃、臺灣教會主辦的《臺灣府城教會報》（月刊）正式創刊，這是臺灣出版

的最早的期刊，也是今日《臺灣教會公報》的前身。[6]

除了善書及宣教刊物外，臺灣書籍多仰賴大陸進口，以科舉用書及私塾用書

為主；到了日治時期的臺灣許多出版品，如：文藝、學術教育、財經、調查報告

等刊物都是由日人出版，不論民間出版社或官方機構出版，都呈現出一片蓬勃的

景象；一方面是印刷技術自日本引進，開始真正有現代化的圖書印刷及出版；另

一方面則是殖民政策影響下，日語普及，知識分子也不再以科舉為讀書的目的，

科舉用書已不需要，此時所呈現的圖書文化，展現出與過去全然不同的風貌。

二、 中文圖書出版的種類

當時在日本殖民政府有心經營下，臺灣開始有較具規模的出版活動，但這時

圖書的出版大部分都是官府機構的日文出版品，當時建立許多制度及機關，也因

而留下許多紀錄，為便於統治，有人口調查、土地調查、國勢調查、風俗慣習調

查；為便推行殖民教育，編印各類教科書；為宣揚政績，有《領臺十年史》、

《臺灣歷代總督治績》、《始政紀念—四十年間的臺灣》等書出版；為振興產業，

對農林水產、礦業、工業等有詳盡調查研究。
[7]

而民間出版社及書店也出版不少圖書，如西川滿的媽祖書房、日孝山房；還

有新高堂、文明堂、三省堂、大木書房、杉田書店、盛興書店、清水書店等均是

當時有名的出版機構，出版品多是這些移民臺灣的日本官員與學生的俳句、和歌

類文藝創作等。

相形之下中文圖書的出版就失色許多，這是受到殖民政策影響下的必然現

象，中文圖書的出版所受到的箝制，一方面是言論自由的制約；另一方面，日本

政府推廣日語教育，抑制本土文化及漢語，所以使用漢字的受到限制，在種種不

利的因素下，中文圖書的出版品的種類相形之下侷限於幾類，在技術上，也受限

於印刷設備的中文字體缺乏之故，所以一些臺灣士子的出版品仍是在大陸出版印

刷；臺灣當時出版的圖書因為受到一些限制，圖書的種類及數量並不多，以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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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淵泉，〈明清時期的臺灣出版事業〉，《書卷》，4（1993.12），頁16-17。
[7]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文化事業篇》（南投：省文獻會，1995），頁 318。



論的是這幾類的出版品。

(一)私塾教科書

日治時期的文風已不像清朝的讀書人以科舉為目的，除了極少數研究學問的

通儒外，大多數的人讓弟子學點中文不過希望將來能寫信、記賬罷了。所以當時

的漢文書，僅是私塾用於授課時的線裝書及初學啟蒙書就佔了大部分。

但因學習漢文的人漸漸減少，讓漢學知識份子開始憂心忡忡，有的則開私

塾、書房，教授四書五經古文學，有的編教材，希望挽救漢學的頹勢。

在明治三十三年（1 9 0 0）時，王石鵬 [8] 編撰了適合臺灣人讀的《臺灣三字

經》，內容上包括了地理、沿革、開闢、反清、抗日、教育、形勝、交通、物產

等，他並於自序中說道作此書的宗旨：「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西人五尺童

子，皆能明五洲萬國之俗，太陽地球之位；吾人生斯、長斯而不知斯地之事物，

亦可羞乎。」[9] 可知王石鵬希望藉由童子書，讓下一代學習到有關臺灣的知識。

到大正七年（1 9 1 8）時，由漢學詩人林幼春、蔡惠如等人發起創立的「臺灣

文社」，也是有感於漢學即將喪失而成立，希望藉由文社將漢學傳給第二代，使

漢學立於不墜，並發揚光大，可知此時習漢文的人口已經減少。

而書商也不例外，當時出版私塾用書有名的是嘉義蘭記書店，不只是銷售圖

書，也有圖書的出版。蘭記圖書部是由黃茂盛（1901-1978）於 1917 年創辦於嘉

義，最初只是銷售圖書，以引進銷售大陸書為業。由於設法打通了海關，所以得

以進口了許多大陸圖書。[10] 在出版與書店不分家的時期，從1922 年起蘭記又開

始了編輯圖書的出版業務，它是目前所知日治時期最早有過出版活動的中文書

局。1 9 3 0 年左右出版了《初學漢文讀本》八冊與《高級漢文讀本》六冊。兩種

讀本分別署名黃茂盛與黃松軒（黃茂盛的別名），都是為學習漢文所編，內容皆

以介紹大陸為主，加上一些有關日本的內容。這兩種讀本在當時都有一定的銷

路。[ 11] 除了漢文讀本外，還有出版過陳懷澄的《吉光集》、林逢春著的《仄韻律

啟蒙》、林幼泉的《壺天笙鶴初集》[ 1 2 ]、及字帖 [13] 等為了擴大銷售，蘭記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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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石鵬，字箴盤，號了庵，新竹人。
[9]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頁 29。
[10] 林景淵，〈嘉義蘭記書局創業者黃茂盛〉，《印刷人》，121，頁110。
[11] 辛廣偉，《臺灣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頁 17-18。
[12] 同註 7，頁 333。
[13] 麥鳳秋，〈李普同先生對臺灣書壇的貢獻〉出自《李普同書法紀念展》（臺北；歷史博物館，



還曾在《臺灣民報》上刊登過廣告。

(二)善書

在清代統治時期，臺灣民間即有善書的流傳，當時的印書館也是以印善書為

主要活動。一般所謂「善書」，是指勸人為善的書籍。不過在臺灣的民間宗教

界，所謂「善書」，則指一種特殊的俗文學作品。它是指用扶乩的辦法所寫成的

詩文集，內容大都是獎善懲惡，或是批評當時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在臺灣的

民間，稱這種活動為「作善書」。主持這種作善書活動的團體，稱之為「善堂」

或者「善社」，各有各的名號，如淡水行忠堂、臺北行天宮、臺北覺修宮、頭城

喚醒堂、臺中聖賢堂、澎湖新社等。[14] 到了日人統治時期，實行鴉片專賣，民

間有志之士於是開設鸞堂，提供民間戒吸鴉片場所，以反制日人的鴉片販售，這

些鸞堂也同時大量印製了不少「善書」。

目前留存的清代臺灣的善書都是在泉州雕板印刷，直到日治後期鉛字排版印

刷術興起，方才改在臺灣本地排印。[15]

依據近年善書所作成目錄可見，其中清末及明治時代（ 1 8 9 0 - 1 9 11）有8 5

部；大正昭和時代（1 9 1 2 - 1 9 4 5）有1 0 0部。[16] 著名的有黃贊鈞 [17] 所印行的《感

應錄》、《崇聖道德報》，曾遍傳臺澎，後來因為禁用中文才不再刊印。當時善書

也作為幼童啟蒙的教材，或為民眾的教化工具，與儒家經典不同的是它帶有因果

報應的宗教色彩。

(三)詩文集

這時期所出版的中文書，詩文集仍是主流，這些是個人抒情用的詩集、文

集、遊記等，多是由民間的書店或個人印行者。

1 .文集

文集方面，有吳德功[18] 出的《戴案紀略》、《施案紀略》兩書，該書是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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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頁 16。
[14] 宋光宇，〈清末和日據初期臺灣的鸞堂與善書〉，《臺灣文獻》，4 9：1（1998.1-2），頁 1。
[15] 同註 14，頁 5。
[16] 同註 14。
[17] 黃贊鈞，字石衡，號立三居士，臺北市人。生於清同治十三年（ 1 8 7 4），卒於民國 4 1 年

（1952），年 79。
[18] 吳德功，字汝能，號立軒，彰化人，同治歲貢生，日治時期與吳汝祥等籌設彰化銀行，卒於

1924 年。



戴蒿生與施九緞兩案，雖然寫於光緒十九年（1 8 9 3），但是直到大正八年（1 9 1 9）

才由鹿港信昌社印行出版；另有《瑞桃齋文集》，於明治三十七年（1 9 0 4）刻

印，內容是講經義、禮制、兵刑等議論文章。

也有不少文集是因清季割臺後士人感懷而生的文集作品，如洪棄生 [19] 的

《瀛海偕亡記》、《臺灣戰紀》，其中《臺灣戰紀》內容敘述臺人英勇反抗日本統

治的事蹟，曾遭查禁，未能付梓，至民國35 年，始由臺灣書店發行 [20]；另外還

有羅惇著的《割臺記》、俞明震著的《臺灣八日記》及吳德功著的《讓臺記》

等。

其中較特別的是《東寧忠憤錄》，這書詳述了割臺抗日的史事，是早期抗日

的書，作者署名「泣血生」，真正姓名不詳，當初有三種版本，一是廈門的石印

本；一是上海的活字本；另一版本是交由蘭記書店印製的版本，但三個版本的印

製年月皆不詳。[21]

史地類的有楊陸榮編的《三藩紀事本末》四卷，明治三十一年由慎記書莊以

石印本刊行 [ 2 2 ]；而《閩海紀要》由初夏琳著，連雅堂校，刊於大正十四年

（1925）。[23]

2 .詩集

在詩集方面，詩集的出版方式有的是自費刊行，有的是出版機構或詩社印

行，但也有為數不少是當初並沒有公開出版發行，僅有手抄本經由後人整理刊印

的。

自費刊印的詩集，這些通常是財力充裕的世家，自己出錢印書分贈親友同

好，這些出版品，包括了顏國年的《環鏡樓唱和集》[24] 於大正九年（1 9 2 0）自

行刊印、連雅堂的《臺灣詩乘》[ 2 5 ]、吳景箕的《兩京勝稿》、林獻堂的《海上唱

和集》、《東遊吟草》[ 2 6 ]、黃春潮的《黃樓詩鈔》二卷、胡殿鵬的《南溟詩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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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洪棄生，原名攀桂，字一枝，又字月樵；割臺後易名繻，字棄生。
[20] 同註7，頁 319。
[21]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頁 44。
[22] 同註 7，頁333。
[23] 同註 7，頁 335。
[24] 顏雲年，名燦慶，號吟龍。為推行詩運築環鏡樓，邀各詩社社員開全島詩人大會。
[25] 本書分上下二卷，收耆宿先儒、閨閣、名宦所撰有關臺灣歷史、文化、風俗、禮俗、兵事古

今體詩。
[26] 另著有《環球遊記》，是林獻堂自1926 至 1931 年遊歷歐美等十國見聞。



[27] 
等皆由自己刊行，另外還有謝汝銓的《奎府樓詩草》、《詩海慈航》也分別印

刊於昭和六年（1931）及昭和十年（1935）等
[28]

。

由出版社出版的，則有王松的《臺陽詩話》
[ 2 9 ]

，是由日日新報社出版；洪

棄生的《寄鶴齋詩話》、《寄鶴齋詩臠》出版於大正六年（1 9 1 7），由活版社印

行；許天奎的《鐵峰山房詩集》
[30] 

是由臺中州的博文社印行；謝汝銓、連雅堂

與顏雲年合著的《民商法詩錄》，由臺北市的瀛所出版於大正十二年（1 9 2 3）；

吳德功的《瑞桃齋詩稿》由鹿港信昌社印行的。

由詩社所印行的有連雅堂的《大陸詩草》是在大正十年（1 9 2 1）時由臺灣詩

薈社刊行
[ 3 1 ]

；周定山的《臺灣擊缽詩選》、及陳瑚的《趣園詩草》也是由詩社刊

印發行；林朝崧
[32] 

的《無悶草堂詩存》是林朝崧過世後，由櫟社詩友代為整理

刊行；王芷香
[33] 

的《懷玉集》是作者生前好友聚資，由南社刊印發行的。
[34]

大部分詩集因限於時勢當初並未刊行於世，而是由後人整理成冊，如姜紹祖

的《姜贊堂先生遺稿》是在昭和三年（1 9 2 8）時，由姜樹人所輯，以白報紙謄寫

版印刷，收錄姜紹祖的五、七言絕句、七律及聯句等作品。
[35]

而更多的作品是直到戰後才刊印的，如林熊祥的《林文訪先生詩文集》、

《書法原論》、《臺灣史略》；另外還施梅樵
[36] 

的《捲濤閣詩草》、《鹿江吟》、

《鹿江集》、《玉井詩話》等詩集，是由其姪於1957 年聚資印行
[37]

；如林幼春的

《南強詩集》
[ 3 8 ]

、陳滿盈的《陳虛谷選集》、林占梅
[39] 

的《琴餘草》詩集等；當

然其中也有不少詩集均已失傳、或焚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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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胡殿鵬，字子程，號南溟，臺南府安平人。該詩集多為七言古詩。
[28]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文化事業篇》（南投市：省文獻會，1995），頁330。
[29] 王松，字友竹，又字寄生，別號滄海遺民。另有《滄海遺民賸稿》詩集。
[30] 許天奎，字鐵峰，臺中大甲人，該詩集收古今體詩153 首。
[31] 同註 7，頁 327。
[32] 林朝崧，字俊堂，號癡仙。
[33] 王芷香，字懺農，臺南人。
[34]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
[35]  同註 34，頁 89。
[36] 施天鶴，字梅樵，號可白，彰化人。
[37]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編譯館，1997）。
[38] 民國5 3年由林培英整理後出版。
[39] 林占梅，字雪屯，號鶴生，別署巢松道人，淡水人。
[40]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頁 11 中說道：如羅百祿《四維堂詩鈔》、郭左臣



由以上可知詩集作品數量龐大，這與當時詩會盛極一時有關，之所以形成全

臺「詩社林立」的原因，最初是臺灣讀書人遭逢割臺之變局，感懷時運之不濟，

而以吟誦方式，消極對外來統治者之抵抗，或以此維繫漢文化之命脈。[41] 顏雲

年也曾語重心長的記下：「臺灣之有漢文化，猶人之有精神也；漢文化淪亡，則

我臺灣人之精神盡失矣。」。

但是到後來詩社的盛行反而與統治者有關係，在大正十年（1 9 2 1）時，臺灣

總督田健治郎於官邸招待全臺詩人，對於詩人的禮遇，社會興起寫詩風潮，各地

開始紛紛成立詩社。[42] 所以在大正十年至昭和十二年（1 9 2 1 - 1 9 3 7），這 1 7 年是

全臺詩社數目增加最多的階段，是臺灣詩社林立的「高峰期」，全臺詩社一度高

達 2 9 0 個以上 [ 4 3 ]，遠遠超過清朝時的十數個詩社，應運而生的則是個人的詩集

作品大量出現。

但是就在田健治郎在官邸招待全臺詩人的第三天，「臺灣文化協會」正式成

立，另一批有別於傳統的知識份子，其文化動機，不再為個人感時抒懷，而是希

望藉著文化協會來啟迪民識，喚醒民眾的民族意識。

(四)新文學運動下的圖書

詩會的盛行，引起其他知識份子的自覺，開始出現了臺灣新文學運動，最初

是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不少知識份子在北平唸書，如洪炎秋、蘇薌雨、張我

軍、許乃昌等；之後則受日本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最早是出現於《臺灣民報》倡導臺灣新文學運動，提倡白話文，創造真實自

然，符合時代精神的文學作品。大正十四年（1 9 2 5）三月，楊雲萍創辦《人人》

雜誌，是當時最早白話文文學雜誌。[44] 但是一般認為引起白話文運動的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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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梅館詩文稿》、胡南溟《大冶一爐詩話》等都因懼禍未梓，日久散失。而《鄭十洲之詩》

因內憤時激昂，深富民族意識，恐賈禍子孫，遂悉加焚滅。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

要》，頁 9 1 中說道：賴世英的《小隱山房遺稿》因日人侵臺，未及刊印，烽火播遷，全稿遺

失。
[41] 吳密察，〈『歷史』的出現—臺灣史學史素描〉，《臺灣史研究百年回顧與專題研討會論文》

（臺北：臺灣大學，1995）。
[42]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 7：3（1997.9），頁50-51。
[43]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文中統計全臺日治時代共出現2 9 0 個詩社，（臺

北：編譯館，1997）。
[44] 張圍東，〈日治時代臺灣的雜誌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7：2（2 0 0 1 . 6），

頁 67。



正十二年（1 9 2 3）《臺灣》雜誌登刊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和黃朝

琴的〈漢文改革論〉這兩篇文章，被認為是倡導改革臺灣文學最早的論文，也可

以說是臺灣新文學運動先聲。[45]

大正十四年（1 9 2 5）八月十二日，《臺灣日報》創立五週年紀念號上，張我

軍亦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提出了臺灣文學運動的二個要點：白話文學的

建設，以及臺灣語言的改造。張我軍不僅不諱言這二點出自胡適的《建設新文學》

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還引述了胡適的一大篇話來說明為什麼要建立

白話文學。並於同年十二月在臺北自費出版《亂都之戀》，這是一部把他的戀愛

經驗以新體詩寫成的抒情詩集，是臺灣第一本白話的詩集。可媲美中國第一本新

詩集，胡適所著的《嘗試集》，故有人又稱張我軍是「臺灣的胡適」。

大正十五年（1926）二月，張我軍在臺北又自費出版一本《中國國語文作法》

（又一名《白話文作法》），這本書積極的向臺灣人介紹寫白話文的方法。[46]

一般認為學習白話文的方式即是讀中文書，留學上海南方大學的施文杞在

〈對於臺灣人做到白話文的我見〉一文中指出，臺灣人白話文的謬誤，他文中

說：「我很希望臺灣的同胞，如要研究白話文，最好多讀些白話文，並來中國買

些白話文書去做參考，才會趕快地得著門徑。」[47]。

1 9 3 0 年代後期，中文的創作多以白話文完成，出版則由當時的一些中文文

藝社團或報社機構出版，如臺灣新民報社就曾出版多種中文圖書。

大正十二年（1 9 2 3）《臺灣民報》創刊，這是日治時期臺灣人創辦的報紙，

最初都是採中文白話文，並設有文藝欄，透過這一版培植了不少文藝作家，像徐

坤泉 [ 4 8 ]，他在《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連載白話長篇言情小說，因受到讀

者普遍的歡迎，臺灣新民報社1936 年 2 月出版他的《可愛的仇人》，臺灣文藝聯

盟則於 1937 年先後出版了他的《暗礁》、《靈肉之道》兩部長篇，其中最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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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賴秀峰撰，「日治時代臺灣雜誌事業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1 9 7 3），頁 49-52。
[46] 莊永明，《臺灣百人傳1》（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 175-177。
[47] 河功原作，葉石濤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上）〉，《文學臺灣》，1（1991.12），頁 243。
[48] 徐坤泉，筆名「阿Q之弟」，澎湖人。早年在《臺灣新民報》，連續發表長篇小說，家傳戶誦；

並擔任過《臺灣新民報》學藝欄的編輯，因其作品受到一般大眾的喜愛，而引起日本官方注

意，因怕受到迫害，他曾逃亡到中國大陸；戰時中文書刊受到禁止，也因而輟筆，卒於民國

43 年 7 月，年43 歲。



作品是《可愛的仇人》，他的文字簡潔，描寫臺灣社會各面相，觸及到臺灣人的

內心，以文字藝術來反映生命現實的寫實主義；寫實主義的特點一是實地描繪，

為時代做見證，二是面對現實，含著改變現實的意圖。在當時文言文是屬於舊文

人產物，白語文是新興知識份子的，鄉土語文才是屬於廣大的大眾，所以徐坤泉

擁有眾多讀者；他的作品受到一般大眾的喜愛。

昭和元年（1 9 2 6）時日本人山川均發表《殖民政策下的臺灣》一書，以人道

正義、社會主義立場，批判日本資本主義對臺灣經濟及政治各方面的壓迫，被文

化書局推薦為「臺灣人必讀之書」；雖是以日文出版，但張我軍在同一年即譯成

《弱小民族的悲哀》也是在《臺灣民報》上發表。

(五)臺灣通史

這一時期另一項重要的中文出版活動是《臺灣通史》的出版，該書由連雅堂

依過去正史體裁所著紀傳體的史籍，《臺灣通史》自隋代起，至甲午割臺終，時

間跨越 1 , 3 0 0 年；採用《史記》體，共有紀四、志二十四、傳六十，凡八十八

卷。由於作者無法利用到當時總督府圖書館的藏書，參考書籍有限，其有錯誤之

處在所難免。但連雅堂撰寫刊行此書的目的是為「保存民族之精神，流傳民族之

命脈」。為出版發行該書，連雅堂自任發行人，還在臺北建昌後街設立了「臺灣

通史發行所」。[49]

原版的《臺灣通史》係布面洋裝三冊，以鉛活字印刷，道林紙印行，上冊於

大正九年（1 9 2 0）十一日五日發行，中冊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問世，而第三

冊是大正十年（1 9 2 1）四月二十八日出書。《臺灣通史》刊印，能免遭日閥干

擾、取締，係因他敦請當代「名流」題字的關係，如曾任臺灣總督的明石元二

郎、田健治郎二人都是，有了「護身符」於書，所以才能發行無阻，祇是卷四原

名為〈獨立紀〉，被令改篇名為〈過渡紀〉。《臺灣通史》問世之初，當時日語已

普及，很多人不看漢文書，所以銷售不佳，連雅堂曾於《臺灣詩薈》刊登減價銷

售廣告：「《臺灣通史》是書為連雅堂先生所著，起自隋代，終於割讓，為紀

四、志二十四、傳六十、凡八十有八篇，附以表、圖巨細無遺。洋裝三，紙墨精

良。原價十二圓，今減為十圓，郵費四角。有欲研究臺灣文獻者，不可不讀

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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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同註 7，頁318。同註11，頁 15-16。
[50] 莊永明，〈臺灣通史的作者—連雅堂〉，《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臺北：自立晚報，



由這段時期中文圖書的發展，可以清楚的看出臺灣中文圖書的衍變，由傳統

的科舉文化走出，一方面在日本殖民教育體制下以維持舊有的文化為其動機，如

詩社的成立，詩文集的整理及《臺灣通史》的完成；另一股風潮則是冀望啟迪民

識，接受新的文化洗禮，如新的白話文學創作及出版成了另一股趨勢。

三、 中文圖書的出版限制

這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雖然由私塾教科書、個人詩文集到提倡新文學的白話

文出版品，一直陸陸續續，或多或少均有出版，但是這個時期臺灣士人的著作，

仍有許多是在中國大陸出版，例如日治初期有李文元的《存真堂雜稿》，是在光

緒二十八年（1 9 0 2）時由福州刊刻的
[ 5 1 ]

；李春生的《天演論書後》，在光緒三十

三年（1 9 0 7）時，由福州美華書局印行
[ 5 2 ]

，另一本《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也是

由美華書局印行的；鄭家珍的《倚劍樓詩文存》，是由泉州古華閣書局刊行
[ 5 3 ]

；

後來到了 1 9 2 2 年時還有林履信的《希莊學術論叢》就是以十多篇倫理學論文輯

集成冊，交由廈門宏文社印行
[ 5 4 ]

；丘逢甲的《嶺雲海日樓詩鈔》，原本刻於民國

2年（1 9 1 3），民國 9 年（1 9 2 0）再版，到 1 9 3 7 年時又有重訂本出版，此次改為

活版印刷
[55]

；黃金川的《金川詩草》是在1930 年時，由上海中華書局以活字版

排印發行
[56]

；許南英的《窺園留草》詩集在1933 年時，由其子許地山在北平刊

印，僅印五百部分贈親友
[ 5 7 ]

；洪浣翠的《綠榕村人詩存》，是歿後由後人輯成，

交上海正興堂書局印行
[ 5 8 ]

；陳懷澄的《媼解集》，是七言絕句詩集，在 1 9 3 4 年

時由上海大一統印刷廠石印成書；
[59] 

林爾嘉的《頑石山房筆記》是在廈門以活

字版印行，書中所記是摭拾古今事實及讀書心得
[ 6 0 ]

；林鶴壽的《泛梗集》，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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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頁 33-34。
[51] 王國璠編撰，《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新竹社教館，1974），頁 50。
[52] 同註 51，頁 160。
[53] 同註 51，頁 74。
[54] 同註 51，頁 47。
[55] 同註 51，頁87。
[56] 同註 51，頁 164。
[57] 同註 51，頁 94。
[58] 同註 51，頁 133。
[59] 同註 51，頁 148。
[60]  同註 51，頁 183。



集，由上海絳雪齋書局印刷，臺灣並未發行
[ 6 1 ]

；許地山的《落花生小說集》收

錄小說 2 4 篇，由上海新月書局發行。
[62] 

謝雲聲重編《臺灣情歌集》，在民國 1 7

年（1 9 2 8）時由廣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
[ 6 3 ]

；曹履泰著的《靖海紀略》

在民國 2 5 年時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余宗信編的《明延平王臺灣海國紀》則

在民國 26 年亦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64] 

這些由外地出版的圖書佔了當時為數

可觀的出版數量，除了中文印刷字體臺灣比不上大陸外，整個出版環境都不利於

中文圖書的出版。

就整體出版環境上來說，所受到的制約可從三方面來看：一是言論出版自由

的控制，在法令上，以「臺灣出版規則」為主要箝制的法令，受到比日本國內嚴

苛的管制；二在語言文字方面，日本人以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推廣日文及日語

的使用，閱讀中文的人越來越少；第三，影響圖書出版的因素，是受制於經濟環

境，戰時印刷用紙採配給制，配給的標準則視出版品的性質而定，圖書進口也全

完掌握在「出版配給會社」，在這些因素影響下中文圖書發展空間是非常困難

的，本節則試著探討這些影響中文圖書出版的因素。

(一)出版品的管制—「臺灣出版規則」

對於臺灣圖書出版事業有很大影響的是「臺灣出版規則」。在日治時期初期

的對臺施政方針是強調「臺灣的特殊性」；在明治二十九年（1 8 9 6）三月三十

日，即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二年，日本政府便頒佈「六三法」。
[65] 

像明治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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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同註 51，頁191。
[62] 同註 51，頁 186。
[63] 同註 7，頁 328。
[64] 同註 63，頁3 3 8。
[65]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 9 9 9），頁 68-69 中解釋「六三法」：

「在臺灣的官員應該有廣泛的權力，制定施行於臺灣的法律，俾能有效統治近三百萬、與日人

習俗不同，且對日本帝國忠誠度可疑的臺灣住民。於是，1 8 9 6 年 3 月底，在各方妥協下，由

帝國議會通過法律第 6 3 號『有關應施行於臺灣之法令之件』（以下簡稱『六三法』）。六三法

主要特色就是『委任立法』，帝國議會將其對臺灣的立法權力委託給臺灣總督府。」

河功原作，葉石濤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上）〉，《文學臺灣》，1（1 9 9 1 . 1 2），頁

2 2 9 - 2 3 0：「臺灣總督府一旦掌握了這律令權，就可以禁止臺灣人的集會、結社，規制言論出

版，沒理由的逮捕等無視於基本人權，於教育和職業上與日本人有差別等，所有統治權都歸

於所有。此法本來曾規定期限為三年，但後來到期後即予延期。到了大正十年（1 9 2 1）三月

修改為第三號法律時，則不附期限，變成永久性的法律。到了1 9 3 7 年才改掉；但此時總督政

權已十分堅固了。」



（1 8 9 9）六月頒布的「著作權法在臺灣之施行令」；明治三十三年（1 9 0 0）二月

十一日頒布的「臺灣出版規則」即是在「六三法」基礎下產生；以下先說明一下

「臺灣出版規則」的內容。

該法總共二十條，包括了出版意義的界定、出版規則的適用範圍、出版手

續、呈繳義務、呈繳期限、禁止出版發行販賣之刊物及罰則，最後則是附則。大

體而言，對於圖書的管制由兩方面著手，一是出版程序的規定，這包含申請、呈

繳、版權頁格式的規定；一是圖書內容的管制，這又可分兩方面：一是本地出版

前的檢查；與外地所出版，圖書進口時海關的檢查，凡不利於殖民統治的思想言

論都受到限制。

當時圖書出版自由受到「臺灣出版規則」的箝制，有關圖書禁止出版的條文

分別列於九、十、十一條。

第九條　依左列之事項所記載之文書圖畫不得出版：

一、關於未經公判前之重罪輕罪預審之事項，及禁止傍聽訴訟之事

項；

二、救護或賞恤及曲庇刑事被告人或犯人之事項；

三、禁止傍聽之公會議事。

第十條　依左列之事項，若非獲得當地政府之許可者不得出版：

一、非公開之政府文書圖畫及政府之議事；

二、關於外交及軍事之秘密文書圖畫。

第十一條　觸犯左列事項之一者，禁其文書圖畫之發售頒布，並扣押其刻版

及印本：

一、將有冒瀆皇室尊嚴，變壞政體，或紊亂國憲者；

二、妨害秩序之安寧，或敗壞風俗者；

三、違背第九條及第十條者。

由以上三條來看，當時臺灣被禁止的圖書可以分為三種 [ 6 6 ]，一是牽涉訴訟

法律的不得出版，如第九條；二是道德因素，一些色情圖書被認為足以破壞社會

風氣的也在禁止之列，如第十一條第二款；三是政治因素，被認為會威脅到臺灣

統治的圖書；尤其是一些思想性圖書，被認為足以啟蒙民族自覺，社會主義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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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對於出版品的檢查各國皆有施行經驗，一般分為四種因素：（一）政治因素（二）性（道德）

因素（三）宗教因素（四）其他因素。



書，如第十一條第一款。

臺灣總督府對於所呈繳的圖書，是為了圖書內容的檢查，而檢查的目的，則

多是以政治因素為主。當時「政治性」和「時事性」的言論很容易引起當局的注

意。尤其是有關臺灣民族思想以及指責日本帝國主義的言論，更是臺灣總督府所

極力要加以抑制的。凡有刊登這些言論的文章，都難逃被嚴罰或被割除的厄運。

當時流行著一個名稱，叫做「食割」，這是指刊物中有某一部份觸犯了當局，須

把這一部分割除後，此刊物才准發行。 [67] 尤其書中談及第一次中日戰爭割臺

灣、併朝鮮、日俄戰爭後的南滿問題、二十一條件、青島問題等，均視為禁止

的。[68]

像是「民眾黨第三大會宣言書」這種宣傳性出版品，因為內容是說當時國際

情勢與臺灣情勢，並於最後需努力的地方，說明有三點：一是地方自治制的完

成；二是撤銷惡法；三是制定擁護人權的法律；而被檢察官視為違禁出版品，起

訴為違反出版法第二條及第十八條妨害地方之安寧秩序的秘密出版物，應處禁錮

三個月及罰金三十圓。[69]

在「臺灣出版規則」其中規定總督府對「本島以外的帝國領土或外國出版的

文書圖書」擁有獨自的檢閱權。這是言論出版自由的控制，臺灣總督府的官僚們

利用此條對臺灣出版品進行嚴格的審查。同時，在無事通過總督府的檢閱之後，

緊接著地方警察會以公安為理由再檢閱一次。[70]

因為中文書出版受到限制，這時臺灣人多只能以日文寫作出版，作品內容因

為也受到限制，於是一些臺灣作家將中國古典名著翻譯成日文出版，這類作品包

括黃得時改寫的《水滸傳》、楊逵翻譯的《三國演義》、劉頑椿翻譯的《岳飛》、

黃宗癸翻譯的《木蘭從軍》等。其中《水滸傳》出版到第三卷即被禁止。[71]

即使以日文寫作的亦在禁止之列，佐藤春天的作品集《春天》亦在臺灣被視

為禁書，因為其中一篇〈殖民地之旅〉由於作者透過與林獻堂等臺灣知識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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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黃春城，〈談談南音〉，《臺北文物》，3：2（1954.8），頁 58-59。
[68] 春丞，〈日治時期之中文書局．下〉《臺北文物》，3：3（1954.12），頁118。
[69] 《臺灣民報》，3 0 5（昭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4 版。
[70]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以三省堂為中心（上）〉，《文學臺灣》，

2 7（1998.7），頁 262。
[71] 同註11，頁 16。



接觸，描寫批判日本殖民地主義和總督府的內容，則被認為是威脅臺灣統治的惡

書。[72]

(二)使用語言的問題

除了出版的受到管制外，在使用語文方面，是最早受到限制的。對於中文的

使用限制是採漸進式的，在日治初期，日本人尚允許中文出版存在，少數中文期

刊、日文報紙上的中文欄，及少量的圖書出版活動，構成此時臺灣中文圖書出版

的局面。

到了大正二年（1 9 1 3）時，總督府的官廳命令、文告不再附譯漢文。在1 9 1 5

年時的戶口調查顯示，臺人中能聽、講日語者，僅佔總人口數的1 . 6 3% [ 7 3 ]，反

映出當時日語普及率並不高。

大正七年（1 9 1 8）六月時，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就任以後期間，明石

是首先倡導同化主義的臺灣總督，明石之後的田健治郎總督對同化主義的態度更

為積極。他是第一任文官總督。在赴任前，他曾跟日本首相直接談妥以同化主義

為統治臺灣的根本方針。[74] 日文是殖民教育所使用的語言，受到當局的強力支

持，私塾教育則受到刻意地壓抑，因此迫使臺灣在生活習慣、語言方面逐漸日本

化。而推行日本語文，則更是總督府的一大施政重點，因此在1 9 3 2 年時懂日語

的臺人，已占總人數的22.7%。[75]

到 1933 年時，總督府更是制定「國語普及十個年計劃」，以全臺每一部落設

一講習所為原則，預定十年內使懂日語臺人比率達到 5 0% 以上。除了廣設公學

校以日語教育學生，並大量設置日語講習所讓社會人士學習日語，使用日語人口

明顯增加，日文成了新知識份子所使用的語文。

雖然有些公學校仍可教授漢文，但是受到許多阻撓，像新竹公學校在地方人

士的運作下可以教授漢文；但在昭和六年時新竹州以一紙命令，一律廢止公學校

的漢文教授，其理由是學漢語後將會阻礙學日語時的發音。[76]

到昭和十二年（1 9 3 7）四月一日臺灣總督府為了加強所謂「皇民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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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同註 70，頁263。
[73] 臺灣戶口調查部〈大正四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

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頁 318。
[74] 同註 45，頁 2-3。
[75]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頁 359。
[76] 《臺灣新民報》，昭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301 期，版2。



[ 7 7 ]
，更是全面禁絕漢文書房與漢文教學，宣佈禁用中文，以消弭當時的民族意

識；於是各報刊禁止使用漢文欄。在 1 9 4 0 年前後，總督府已在全臺佈建嚴密的

「國語普及網」，全面動員社會領導階層以實行「國語普及」運動，此時懂日語的

人數，已激增達280 餘萬人，佔人口總數的51%。
[78]

隨著皇民化運動中的國（日）語運動的加強，到1 9 4 4 年時，懂日語者已達

7 1%。
[79] 

這使得使用中文的空間更小，臺灣中文出版幾乎全面停止，只有經允

許的零星政策性的出版活動偶爾出現，這一局面一直到 1 9 4 5 年臺灣光復才結

束，這時期的中文圖書出版業經歷了一段艱難的過程。

(三)戰時經濟體制的影響

除了言論自由的政治因素、禁用漢文的文化因素外，戰時各種物資直接受到

軍方管制，也影響著出版業的發展。在昭和十三年（1 9 3 8）三月三十一日時，公

布了「國家總動員法」，此法規定凡是各種資源、工廠、資本、勞動力、運輸、

交通、通訊等各個部門都由國家統治，而徵調國民、禁止爭議、統制言論等等也

在動員之內。人民生活各方面都由日本軍部一手統制運作。
[80] 

因此到了戰爭末

期受限於資源缺乏，印刷用紙開始採配給制，出版品幾乎是為政策服務。

隨著中日戰爭的擴大，紙張供應明顯緊縮，出版品的紙張也開始嚴格規定配

給，日本軍方將印刷用紙做為物資統制的一環，日本政府對出版活動亦加強控

制，其作法有為統制思想而強化檢閱，以及統制、限制從用紙開始的所有出版用

資材兩方面。
[81]

昭和十六年（1 9 4 1）四月十九日「皇民奉公會」於總督府成立，目的在使其

他的組織均納入皇民奉公會體系中，完全配合戰時的徵調。日本當局為積極使臺

灣人認同，設置了各種組織，更是緊鑼密鼓的推動「皇民化」；同年五月「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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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 9 3 0 - 1 9 4 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1 9 9 1），頁 9 中說道皇民運動是配合戰時體制下的效忠運動：「在1 9 3 0 年代，

日本開準備向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此時殖民臺灣的民情顯然受到統治者的特別注意，尤

其戰爭對象是與臺灣同為漢民族的中國，更增加其不安。因此，隨著戰爭的爆發，日本對臺

灣的思想統制也有加強的傾向。『皇民化運動』其實就是總力戰體制下的一種『效忠動

員』。」
[78] 同註 75，頁 359。
[79] 同註 75，頁 363。
[80] 《臺灣全紀錄》（臺北：錦繡，1990），頁259。
[81] 同註 70，頁 300。



出版配給會社」、「日本出版文化協會」與「洋紙共販會社」三個組織創立日本

出版配給會社。有了這三種組織的配合，即於昭和十六年六月開始實施「出版用

紙配給割當規程」。[82]

另外即是出版品批發配給制，「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臺北支店成立後，

負責統一在臺書籍雜誌配給業務。使臺灣與日本內地相同，不承認任何書籍雜誌

批發業者的存在，除日配臺灣支店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從事雜誌書籍的批發。因

此，日本內地出版物移入臺灣的配給和臺灣出版物的配給，均由日配臺灣支店統

一處理。[83] 這是軍方為了推進其統制的措施，這措施使得中文圖書輸入變得極

為困難。

四、 中文圖書的進口與販售

中文圖書佔當時出版品的少數，而大部分的中文仍是依賴進口，在日治初

期，傳統知識份子雖不再以科舉為讀書的目的，但讀書的習慣仍不脫傳統四書五

經的範疇，因此進口的仍是以線裝書為主。一直到梁啟超來臺後，開啟另一番視

野，他於明治四十四年（1 9 11）由日本神戶乘笠戶丸來臺，這段期間給予林獻堂

在臺從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民族運動等問題不少的啟示作用。並開列3 3 0

餘種書籍供其參讀。梁啟超帶動地方民族意識，同時使臺灣的知識階級突破「四

書五經」以外無書可讀的觀念，繼而吸收歐美知識，喚起全島知識份子走向民族

運動。
[84] 

另一方面，留學的知識份子受到五四運動或日文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帶動臺灣的進口書由原來傳統的四書五經線裝書，到新西方思潮的書籍，尤其社

會科學方面的圖書，這無關乎語言文化的差異，臺灣的圖書無可避免的走入時代

的潮流中，日文方面由日本進口，中文圖書方面，則由早期福建轉變為當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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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臺灣年鑑》，昭和十七年版，成文出版社影印，頁612-613。「出版用紙配給割當規程」依出

版品性質將出版用紙分四類，各佔比例不同；

第一種是指皇室、哲學宗教、歷史地誌、國家社會、經濟商業、理、工農、醫學等印刷用

紙，可以100% 供應。

第二種指文學、美術、語學、厚生、總記（雜）。供應所需的95%。

第三種指小說、隨筆、時局。供應所需的90%。

第四種是不屬於以上各類的圖書，在不鼓勵之下僅供應80%。
[83] 河功原作，黃英哲譯，〈戰前臺灣的日本書籍流通下—以三省堂為中心（下）〉，《文學臺

灣》，29（1999.1），頁 207。
[84] 同註 80，頁 182。



中心上海引進，以下則探討當時中文圖書的進口。

(一)中文圖書的進口

在早期清朝時，臺灣的中文用書一直多仰賴福建進口，進口一些演義類的章

回小說及私塾教科書等；後來則是受新文化教育的留學生，趁在寒暑假時，零星

帶回一些圖書；但真正開始進口新文化的中文圖書，則是在文化書局成立以後，

蔣渭水為助長臺灣文化的發展，開設文化書局，帶領臺灣中文圖書的進入新文化

的領域。[85]

1 .進口的種類

在日治初期進口的中文圖書除了供讀書人科舉用書不再需要外，大部分仍是

進口一些民間用書，當時大稻埕中街的苑芳、振芳、玉芳；和南街的建芳，都是

批發演義類的章回小說，和閩南一帶所流行的陳三五娘、雪文思君⋯⋯「歌仔書」

及山醫命卜相和曆書（曆書是秘密出售的，其銷路廣、利潤亦厚，但日人禁止發

售），其次就售於書塾用的三字經、千家詩、千字文、千金譜、百家姓、昔時賢

文、朱子家訓、唐詩三百、古唐詩合解、幼學群芳；和瓊林、四書、五經、古文

釋義、指南尺牘、秋水軒、隨園尺牘、曾國藩家書、香草箋、綱鑑易知錄，⋯⋯

不外三、五十種，這些民間的休閒讀物，往往都由閩南一帶批發而來。[86]

到了文化書局成立後，中文書的進口由福建改為上海這新興的出版中心，進

口書的種類也由以前的章回小說、四書五經變為西方思潮的翻譯書為主。這些中

文圖書其種類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87]

經濟學類的書籍，有（法）季特著的《政治經濟學》、（德）傅克思著的

《經濟學》、胡祖同編《經濟學概要》、《中國關稅制度論》等；政治類的書籍，

如《現代中國政治》、《中國民治論》、《政治哲學導論》、《協力主義政治經濟

學》等；字典方面有《辭源》、《康熙字典》、《洋裝新字典》、《國語詞典》

等；像婦女問題的書籍，書局有進口的有王平陵著的《中國婦女的戀愛觀》，

《婦女職業問題》、易家鋨著的《中國家庭問題》、蟾儕著《最近婚姻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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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春丞，〈日據時期之中文書局（上）〉，《臺北文物》，3：2（1 9 5 4 . 8），頁 1 3 2。文中將當時的

中文書局分為四期：佔領後至文化協會成立前，為黑暗期。文化書局開辦前後，為黎明期。

雅堂書局、國際書局並臺中之中央書局、臺南之興文齋等，繼之以興，為極盛期。雅堂、國

際兩書局停業後，至中日開戰，為衰退期。
[86] 同註 85，頁 132。
[87] 進口圖書部分參考《臺灣民報》所刊登廣告。



應用類的尺牘類的書多是學生的教科書如《新撰學生尺牘》、《語體學生尺牘》、

《新體白話信》、《新撰商業尺牘》等等這類圖書，幾乎都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的；在漢文教學被禁之前，從上海進口不少初等小學用書，像是《作文教科

書》、《公民課本》、《國文讀本》、《自然課本》、《女子國文教科書》等；連幼

稚教育使用的看圖識字及五彩方字也都有進口。

2 .進口的方式

在舊書舖階段進口的中文書多是線裝書，種類仍以私塾用書為大宗，如果真

有需要時，雖然可以代辦，但是書價任憑書店大開虎口，而送來的書也多是三四

流書局出版的廉價品。[88] 所以雖然中文圖書由中國大陸進口，但是當時圖書進

口也不是件易事，過關手續麻煩，關稅又無確定數目，圖書常有遺失。即使個人

帶進臺灣的也是要經過海關的檢查，而沒收圖書有時不需要理由；因此由中國大

陸進口中文圖書非常不易，造成中文圖書價格往往高於日文圖書。

對於非在臺灣出版的圖書進口要接受檢查，在「臺灣出版規則」的第十二條

有規定：

在本省外之日本領土內或在外國出版之文書圖畫，如有觸犯前條各項時，

可禁止其在本省發售頒布並扣押其印本。

如果一旦被禁即無法陳列書架，也無法販售，對書店來說，必須承擔這種風

險及損失，因此書店營運是很難長久維持下去的。

但是這種圖書檢查制僅適用於臺灣，並不用於日本國內，因此有些書店即採

取迂迴策略，將所訂書籍先郵寄到日本，再由日本轉寄到臺灣。例如《三民主義》

在當時雖被列為禁書，但黑市仍有販售，原來是由東京寄來臺灣的，在春丞〈日

治時期之中文書局〉一文中即說道這情形：「臺灣管理中國圖書雖嚴，但日本國

內則毫不介意，由中國寄日本的圖書全不檢查，日本寄臺灣的郵件和貨物，因同

一國土也無須檢查。」書商即以此種方式，規避檢查，但是書籍的價格無可避免

的又會因迂迴的運費多了一層。

這些圖書的採購，多是由書局的負責人直接至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世界書

局、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等幾家大的書店挑選，或是這些書店直接以新書運送而

來，此時的圖書採購對象不再是過去一些小出版社。但是此番榮景維持不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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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同註 85。



久，到了 1 9 3 7 年日本侵華戰爭後，日本軍方統制一切政策，出版品的檢查更趨

嚴格，此時的中文書店經營無疑更是雪上加霜困難。

(二)販售中文圖書的書店

在日治初期沒有具規模的書店，有書店性質與現在文具店性質類似。前面說

過當時較有名的書舖，如大稻埕中街的苑芳、振芳、玉芳；和南街的建芳，都是

批發演義類的章回小說，和閩南一帶所流行的「歌仔書」及山醫命卜相和曆書，

其次就售於書塾用書，他們在開張時，也號為書店，後來售書的範圍日狹，反將

作副業的紙、賬本為本業，而將本業的圖書，當作副業，所以一般的人，不稱為

書店，而稱紙店了。[89]

到了大正年間，臺灣社會較為穩定，日本移民來臺人口大增，臺灣人受教育

的人口增加，日人經營的新高堂書店、文明堂書店在大正年間創設，臺灣人經營

稍具規模的書店，也開始出現。依《出版年鑑》統計，在1 9 2 8 年 9 月底時臺灣

的書店是 66 家，到 1938 年 9 月時增為 106 家。[90] 當時臺灣真正規模較大的書

店，多是日人經營，如新高堂書店、文明堂書店、杉田書店、三省堂書店等；而

販售中文書籍的書店，仍是佔這其中的少數。

像是昭和四年（1 9 2 7）二月五日，在臺北市太平町開張的國際書店，是由楊

克培與謝雪紅創辦的，以販售日文漢文社會科學的書籍雜誌為主，在當時被認為

是臺灣共產黨的聚集點。

同樣是位在臺北市太平町的三春書局，由上海進口漢文圖書、杭州扇、湖筆

徽墨字帖等同時販賣。

位在臺北市京町的廣文堂書店，取名「廣開文化」之意，書店內漢文書與日

文書同時陳列。

像以出版教科書的蘭記書店本身也是書店為主業務兼營出版業，販售了不少

的孫文演說集、胡適、陳獨秀等人的著作。

當然仍有些書店是以文具店型式兼賣漢文書，如臺南市的和源商行雖然也有

進口漢文書，但是仍以文具為主。位在高雄市的蘭室書店，則以賣文具用品為

主，兼賣漢文圖書。像是豐原的彬彬書局、臺南的崇文堂、高雄的振文書局、屏

東的黎明書局等均有販售少數中文圖書，但是規模都不大；以下擇其當時較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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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同註 85。
[90] 同註 70，頁 253。



表性的書店略述。

1 .文化書局

臺灣真正開始有書店應是在文化協會成立後所設立的的文化書局，於大正十

五年（1 9 2 6），蔣渭水所開設，以販售漢文書為主，其用意不僅只是在販賣書籍

而已，而是在推展運動！蔣渭水是「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員，協會成立的目的

「助長臺灣文化的發展」；實際上為了促使臺灣人的民族性自覺，所以開設「以

書籍、報紙、雜誌的仲介販賣為目的」的書店是其推展方式之一。[91]

他曾在 1 9 2 6 年 7 月 11 日的《臺灣民報》第11 3號上登載啟事，說明創設書

局的目的：

「全島同胞諸君公鑑：同人為應時勢之要求，創設本局，漢文則專以介紹中

國名著兼普及平民教育，和文則專辦勞動問題、農民問題諸書，以資同胞之

需，萬望諸君特別愛護擁護，俾本局得盡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則本局幸

甚，臺灣幸甚。文化書局總經理蔣渭水啟」。

這則啟事說明文化書局同時販售漢文書及日文書，漢文書以中國名著為主，

日文書則以探討勞工、農民問題的社會主義書為主。蔣渭水藉由銷售中文辭典、

中文教科書、孫文、胡適、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中國雜誌的經銷、販賣

有關日本國內社會問題、農民問題、勞務問題的書籍和各種簡介、參考資料，謀

求臺灣文化的提昇與進步。[92]

文化書局開業以來，特別是自 1 9 2 7 年以後，中國與日本的政治社會運動都

發生劇烈變化，這些變化又深深影響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而文化書局推出的

書，大都與這種時代變化息息相關，因此文化書不僅確如開業啟事說的「為應時

勢之要求」而設，而且也確也盡到「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93]

文化書局有一特色雖然售漢文圖書，但是以新知識為主的書籍，對於舊文學

的線裝書並不銷售。其在《臺灣民報》刊登廣告亦標明其售書方向是：「文化書

局專辦順應世界思潮之要求，適合臺灣社會之需要的漢和書籍。」所以對於日文

書籍也有銷售，售書廣告方式是將所售書籍分類，輪流刊登在報上，例如社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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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同註 4 7，頁 2 3 1 中說臺灣文化協會達成其運動目的的方式有五項：「其手段為1 .會報的發行

2. 各地設置新聞雜誌閱覽所3. 舉開各種講習會及文化演講會4. 戲劇或電影的巡迴公演5. 以書

籍、報紙、雜誌的仲介販賣為目的的書店的開設等為文化協會的活動內容。」
[92] 同註 70，頁 255。
[93] 黃煌雄，《蔣渭水評傳》（臺北：前衛，1992），頁 37。



題的書籍、辭典字典類、婦女問題類的書等，最特別的是當時進口不少偵探類的

書籍，如《福爾摩斯偵探全集》等；並且會於開業週年時刊登大減價的廣告，

「將漢文書籍全部減價九折」。

2 .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位在臺中，與嘉義的蘭記書局兩者並稱，是當時最大的中文書局兼

有出版社的功能，雖然其出版活動極為有限，但對當時提供中文書籍，貢獻良

多。中央書局的創設人是莊垂勝。

莊垂勝留學於東京，他留學期間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思潮澎湃於世

界，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新文化急遽展開中，日本的思想界，也正呈現著百花爭

放、百鳥齊鳴的盛況，莊垂勝置身其間，耳濡目染，所受影響極大。他於1 9 2 4年

畢業於明治大學後，先至韓國考察，再到北平、上海參觀，上海則注重當地出版

事業。[94] 是時上海正是出版業蓬勃的時候，新刊書籍，排滿書架；心想如果能

引介這些書籍到臺灣，對臺灣文化的提昇，必然助益匪淺，於是留滬期間，他特

別觀察書局的經營的情況，並且和幾家如商務印書館等大書局接洽。

返臺後參加臺灣文化協會，深深感到要從事啟蒙運動，應有文化氣氛的環

境，纔能夠發生示範效果。於是在 1 9 2 5 年時，得到中部會員及支持者的認股

下，開始籌辦中央書局。於昭和二年（1 9 2 7）一月三日創設中央書局。當時書局

所販售中文書是向上海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各書局訂購的；除了中文書籍還

有文具學藝用品、洋畫材料、運動器具及留聲機西洋樂器等。

中央書局除了販售中文圖書及文具外，同時也努力介紹日文高級刊物，那時

候臺灣雖然有好幾家日文書局，都是日本商人開的，他們唯利是圖，只賣一些折

扣大的大眾讀物，利潤少而銷路短的高級專門書刊，則不肯販賣；中央書局為要

補此缺憾，乃特別向東京的岩波書店、京都的弘文堂等書局聯絡，代銷他們的書

刊，因此中央書局不但成為臺灣人讀書的寶庫，就是日本人的知識份子也趨之若

鶩。[95] 中央書局的經營成功，並也有少量的出版活動，例如1 9 2 7 年 1 2 月就曾

出版了張建勳的長篇小說《京夜》。

到了日本政府禁止漢文的傳授，取締中國書刊的輸入，中央書局只能勉強維

持現狀，一切理想全受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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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洪炎秋，〈懷益友莊垂勝兄〉，《傳記文學》，2 9：4（1976.10），頁 81。
[95] 同註 94。



葉榮鐘曾將中央書局與臺北的文化書局，相提並論，他說：「當時販賣中文

書局，寥寥無幾，而且賣的都是線裝書，新文學運動以後出版的書刊，幾乎沒

有。中央書局與文化書局的出現，在普及中文書籍，保存傳統文化這方面，可以

說是盡了很大的努力。其次是把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潮流導入這個和祖國隔絕已久

的臺灣，這一點雖然不能說全係這兩家書局的功勞，但其貢獻應予相當的評價

的。」。[96] 藉由中文圖書將大陸五四運動以後的思潮帶入臺灣，這是當初書局成

立時的宗旨，但是後來受戰爭影響，書局一直勉強經營著，是少數一直到光復後

仍營業著的書店。

3 .雅堂書局

比較特別的是雅堂書局，它是連雅堂與朋友共同經營的，開辦於昭和二年

（1 9 2 7）。它與文化書局、中央書局最大的不同是，後兩者開創書局為引進新文

化，而連雅堂的動機則是為了振興漢學，所以出售的書籍皆由大陸進口，線裝的

經史子集，由他親自選擇；而政治、經濟類書籍則由連震東負責；張耐霜則負責

哲學、劇本類書籍的挑選；思想、小說暨方技雜書則是三人共同選擇；概不出售

日文圖書及日製文具，所售圖書文具，主要採購自掃葉山房、千頃堂、商務、中

華、北新、民智、泰東、世界等當時上海著名書局。

書局的經營時間不長，原因一是以販售中文圖書為主，常被檢查沒收，據春

丞回憶當時圖書進口的情形是，第一批商務印書館採辦約1 , 1 0 0 餘元，當第一批

書運到時，竟被海關禁止而沒收300 餘元；中華書局採購的600 餘元，也被沒收

了 200 元左右；民智書局則大約十分之六、七皆被沒收，因為所進的多是黨義及

暴露帝國主義的居多，像所採購《三民主義》5 0 部，只收到五部，這五部還是

通關被遺漏的；惟一未被沒收的是掃葉山房和千頃堂出的舊文學圖書；至於教科

書，一部幾冊之中被抽禁一兩冊，或兩冊之中一冊受禁止。[97] 卷秩不全的教科

書並不好銷售。

另一影響書店營運的原因是漢文已被日本當局明令廢止，雖尚有私塾存在，

但都祇教些尺牘、唐詩等及日常實用文字，而老一輩曾研讀漢學的，又日漸凋

零，以致當時閱讀中文圖書人口已逐漸稀少。雅堂書局雖網羅陳列新舊書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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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自莊永明，〈中部地區新文化的催生者—莊垂勝〉，《臺灣近代名人誌，第四冊》（臺北：自

立晚報，1987），頁 143。
[97] 同註 68，頁11 8。



是如掃葉山房等出版的舊詩文集，竟乏人問津，青年人愛讀的新文藝書籍，又多

被列為禁售。[98]

以進口書為主的書店，因書查禁書店難以經營，雖然除出售各種中文書籍

外，兼營湖筆、徽墨、杭扇、宣箋等。然而畢竟不是生意人，日人前島信次曾描

寫門可羅雀的雅堂書局：「書和人都埋在塵土裡，臺灣通史的作者貧困衰老，近

視到離書一、二寸才能看到字。店前寂寞，無一顧客。」[99] 雅堂書局屈服在諸

多不利的條件下，營業日趨衰微，終因不堪虧損，而於1929 年忍痛歇業了。

(三)書店經營的困境

圖書是反映歷史的產物，中文書店的經營困難，與日本殖民政府看待中文圖

書的態度有關，圖書檢查制與取締漢文教學，使得中文書店在當時沒有發展空間

下，憑藉著知識份子的熱忱而維繫於不墜，以下則討論當時中文書店經營所面臨

的困難。

1 .圖書檢查

中文書店的經營困難，與日本官方的圖書檢查制有關，除了出版檢查外，還

有圖書輸入的檢查。臺灣的海關是除了警務機關外的另一檢查機關。對於輸入臺

灣的中國圖書，查扣情形屢見不鮮，大正十四年七月一日的《臺灣民報》即針對

這個問題批評當局：

「用意周到的當局，卻不明說其意，而以取締危險思想的輸入和禁止敗壞風

俗的壞書為名。然而這二件東西、既無一定的標準，海關的官吏又無誠意。

所以常常極好的書不能輸入、反而所輸入的有巷間傳誦著令人不堪觸目的壞

書，這是什麼道理？⋯⋯不拿出臺灣文化和中國有特別的關係，縱使從研

究、信仰自由這點著想，也該使中國的書報得以自由輸入，不該故意利用海

關來干涉，致使中國雖有好書好報，也不容易輸到臺灣。」。[100]

對於當局以取締危險思想及敗壞風俗的名義，專門取締中國輸入的書報，認

為是無理干涉。

總督府警務機關對於中文圖書一直抱持著警戒的態度，認為中央書局和文化

書局的設立，是在從事民族運動，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即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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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張維贀，〈懷雅堂書局〉，《傳記文學》，3 0：4（1997.4），頁 24。
[99] 同註 50，頁 37-38。
[100]《臺灣民報》，1925（大正十四）.7.1，1 版。



「此等設施明顯以做為藉書籍、新聞、雜誌從事啟蒙運動的機關為目的，其所販

賣、訂購的書籍，亦以中國出版有關思想、政治及社會問題者占大部分」。
[ 1 0 1 ]

所以在日治初期，檢查進口圖書這項工作，在最初警務機關並無設置專職；到蔣

渭水的文化書局開辦以後即置專門檢書的職員、海關警察署各一名；到雅堂書局

開辦後，又各增一員。
[102] 

因此總督府對中文圖書的態度遠比日本本土來得嚴

苛。

所以如楊逵以日文寫的小說〈新聞配達夫－送報夫〉，描寫在東京苦學的臺

灣青年，其中提及殖民地體制下不當剝奪土地的悲慘狀況，於 1 9 3 4 年刊登於

《文學評論》雜誌上，在日本文壇受到歡迎；且經翻譯為中文後，也在大陸流

傳。但在臺灣，這篇日治時代臺灣代表性作品，卻被禁止攜入，無法令人讀到。

[103] 
因為被認為此書是喚起無產階級意識和臺灣人民族意識的書籍。

當然思想性的書籍更是在被禁之列，例如有《中山全書》、《三民主義》、

《吳稚暉論文》、《胡適文存》等。被禁的原因有許多，連有些是料想不到的原

因，例如童子尺牘風行多年，但後來因為書上印了青天白日旗而被禁；又如《洪

秀全演義》因為前有章太炎的序文而被禁；又如《穆藕初五十自述》中提到日本

在上海紡織業的內幕而被禁。
[104]

又如位在臺南市的由林宣鰲負責的興文齋書店，因販賣孫中山紀念筆，而遭

派出所巡查查扣沒收，其理由是販賣孫中山紀念筆有崇拜孫中山的意圖。
[105] 

因

此在這種監視下書店的經營非常困難。

2 .開辦書店介紹新文化而非營利

中文書局的經營另一最大特色，是幾家著名書店的經營者都是臺灣文化人士

所創辦，這些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多曾留學大陸或日本，在有機會接觸西方文明

後，或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或受日本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開始注意民族主義與

社會主義的探討，而傳遞這些新知識的媒介即是以出版雜誌與報紙為手段；有人

創辦雜誌，有人開設書局，其目的不外想保存傳統文化；或為傳播社會主義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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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同註 70，頁256。
[102] 同註 68，頁 127-128。
[103] 近藤正已，〈西川滿札記（上）〉，《臺灣風物》，3 0：3（1980.9），頁 2。
[104] 同註 68，頁 124-127。
[105]《臺灣民報》，1927（昭和四）.4.28，7 版。



潮。原本以限制中文圖書進口，抑制民族意識的政策，此時的中文圖書反成了民

族自覺的象徵。

因此中文書店的經營往往為實現理想而投入，並不為了營利性質，所以在規

模上無法與企業經營的日文書店相比。

當然關心文化的人也有其經營上的問題，像中央書局進口書的挑選，都是由

莊垂勝暨股東們負責，他們多是文化界人士，所選擇的書較艱深，多是普通人不

易閱讀的書，因此書店銷售對象往往侷限在知識份子的小眾。

3 .閱讀日文人口增加

中文書局的難以經營另一原因是閱讀漢文人口減少。由於漢文書房被嚴重取

締，學習漢文的學生減少，大正六年時唸漢文書房的學生有1 7 , 6 4 1 人，到大正

十一年則驟減到 3 , 6 7 0 人。雖然不少漢學者要求各地設簡易漢文講習會，以教育

子弟們學習漢文，但是並沒有得到當局的認同。[106]

除了閱讀人口減少外，圖書製作落後也有關係。例如一些翻譯國外的著作，

中文翻譯的技術不如日文，印刷方面也不及日文書，但是售價往往又比日文書

貴，當時臺灣研究新文化的人，除了少數不識日文外，十之九都習慣閱讀日文，

所以除了古代哲學、文學、史地、魯迅的創作小說外，中文圖書都不好銷售。

[107] 也因此中文書局不光是販賣中文圖書，也有日文圖書的陳列；在傳播知識方

面日文圖書佔了先天優勢；但是中文書仍被進口販售有其象徵性的意義，一些傳

遞思想方面的書籍尤其像胡適、魯迅的書籍仍是當時知識份子所喜好閱讀的。

五、 結 論

回顧從 1895 年到 1945 年，這為時 50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中文圖書

發展歷程，如果以時間分期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期。第一期是日治初期，除了

一些知識份子返回大陸，留在臺灣的文人在社會未靖階段，仍在適應新的統治期

間，以抒發心志為主的吟誦詩集是主要出版品；民間傳統曆書被禁；但民間信仰

的善書，與流傳的民間傳說、歌仔書等自閩南輸入，是當時一般人的休閑讀物。

第二期自大正到昭和年間，是第一位文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上任以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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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臺灣民報》1924（大正十三）.12.1，1 版。
[107] 同註 68，頁 121。



移民來臺人口大為增加，臺灣人教育開始增加，在使用文字的方面，日本人以學

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推廣日文及日語的使用，使得日語人口逐漸普及，大量的出

版品都是以日文刊行。隨著使用日文的普及，中文圖書只佔極少；此時真正大量

的出版品皆以日文完成的。在這文化的衝擊下，具有民族意識的文化人，受大陸

五四運動與日本國內民主運動的影響，許多留學大陸，或日本的知識份子，開始

以圖書報紙推動民族運動，希望喚起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促進新知識的普及，除

了創辦報紙與雜誌外；並以進口中文圖書、開設書局方式，開始傳遞新思潮；此

時的中文圖書不單是紀錄傳播知識的工具，反而變成象徵民族自覺，從事民族運

動的手段之一。這時期的中文出版品多以白話文完成，書店自大陸進口許多社會

科學的中譯本。

到了1 9 3 7年以後即第三期，是昭和年間，自1 9 3 7至1 9 4 5年，這段戰爭時期廢

止中文，推行皇民化運動，由軍方統制一切，各種物資缺乏要採配給制，並且徵

調作家到各處寫下見聞鼓吹戰爭，不甘被利用者於是停止創作。在此限制下，不

論中文或日文的出版與書店經營都呈現停滯狀態。

大抵而言，日治時期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內容上，由早期科舉用書轉型為以

引進新思潮、新文化的圖書；在外型上，由線裝書轉型為西式洋裝書；印刷上，

由傳統的木刻印刷轉型為新式的鉛字印刷；而中文圖書出版與販售的發展，在這

種文化制約的氛圍下，端賴於知識份子的熱忱及有志之士的努力，使中文圖書業

不致因此而消失；中文圖書雖然無法與日文圖書出版業規模相比，但中文圖書在

當時象徵了知識份子的自覺，也成了推動民族運動的手段。由此我們可以看出，

社會歷經變動，從政權更替到戰爭迭起，即使圖書出版業這小小的一環，都無可

避免地捲入這場文化的變動中；隨著戰後政治環境的丕變，臺灣出版環境又面臨

新的改變，就在這動盪不安的脈動中，圖書出版業又有一段不同的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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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inese book publishing busin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First of all,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ategories involved in Chinese book pub-

lication: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textbooks, poetry, vernacular Chinese anthologies,

and general histories of Taiwan. There were also three constraints on books being

published at that time: constraint by "Taiwan Publishing Rules" from a political

view, from a cultural view, constraint by use of languages, and by subject, constraint

due to a lack of materials during wartime. Except for local publications, publications

imported from mainland China shared much  of the market.Some founders of the

major Chinese bookstores were famous intellectuals, i.e. 蔣渭水、莊垂勝, et al.

This article includes the challenges involved in running these bookstores at that time.

Via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book publication industry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of Taiwan,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inese book busi-

nes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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